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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自旋及其心理健康功能* 

张珊珊  王婧怡  李昱汝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天津 300222) 

摘  要  情绪自旋是度量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一种非认知性的人格特质。其通常采用经验取样法或日间

重构法来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进行每日动态跟踪, 并根据测评周期内的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

间标准差来反映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时间波动特性。基于情绪事件理论, 日常负性事件经历及其评估导致了

个体情绪自旋的产生, 而动态情绪模型进一步解释了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的阻碍作用。未来应在情绪自

旋的心理健康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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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关于情绪时间动态性的性质和过程

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大量关注。情绪变化提供给

个体认识当下情绪对身心健康的威胁或促进, 以

及对情绪波动如何做出恰当反应的重要信息(Scherer, 

2009)。因此, 情绪的时间动态性对人们具有重要

的适应和保护作用。其中, 一个核心议题是如何

理解个体在情绪时间动态性上的不同及其心理健

康功能。Davidson (1998)指出人类情绪的最突出

特点在于情绪特征的时间动态性在个体间具有明

显的差异性。同时, 大量证据又表明个体内的情

绪变化具有稳定的时间波动特性(Beal et al., 2013; 

Kuppens et al., 2007; In-Jo, 2015), 如情绪状态、强

度、惯性等。其中, 情绪自旋(Affect Spin)作为个

体核心情绪(Core Affect)状态变化轨迹的可变性

度量值, 是一种反映个体情绪波动特征的非认知

性的人格结构(Richels et al., 2020)。研究发现其是

不能被传统大五人格所捕捉且对个体心理健康具

有重要解释功能的相对独立的人格侧面(Kuppens 

et al., 2007; Richels et al., 2020; Vansteelandt et al., 

2013)。因此, 情绪自旋被公认为是表示情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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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可变性(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of Affect)的最

具有代表性的指标。那么, 什么是情绪自旋？如

何获得情绪自旋？以及怎样解释情绪自旋对心理

健康的动态影响过程？本文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首先介绍了情绪自旋的理论源起、界定和测评技

术, 然后归纳出情绪自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心

理健康功能以及应加强的研究方向, 以期为情绪

个体内可变性的相关研究提供方法与理论参考。 

1  什么是情绪自旋 

1.1  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理论源起 

情绪自旋起源于核心情绪领域研究的发展。

1996 年, Russell 首次在未发表的手稿中正式提出

“核心情绪”, 并于 2003 年详细阐述了核心情绪的

结构。具体而言, 核心情绪是指人们对外部世界

的第一感觉, 是一种原始的、未被加工的情绪基

调, 如轻微的愉悦、十分的沮丧等(黄玲玲 等, 2011; 

Russell, 2003)。换言之, 核心情绪是一种被意识体

验到的最简单的原始情绪状态 , 由效价(Valence, 

愉悦−非愉悦)和激活(Activation, 激活−非激活)两

个维度来表达(Russell, 2003)。基于情绪的环形模

型, 个体的情绪状态可以定位到由效价和激活构

成的二维核心情绪空间中的某一点(Park & Min, 

2015)。已有研究显示, 由自我报告的当下情绪状

态或心境所表达的情绪信息大部分能被核心情绪

空间所解释, 并且核心情绪卷入了从心境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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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乃至病理化情绪的广泛情绪现象(Kring et al., 

2003)。因此, 近年来核心情绪得到了学者们的广

泛关注。 

核心情绪研究的兴起给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

研究提供了契机。由于心境转换或情绪体验变化

会导致个体的情绪状态随着时间而转变 , 同样 , 

这一转变也会带来个体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变化。

Kuppens 等人(2007)把个体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

运动变化界定为核心情绪轨迹(Core Affect Trajectory)。

研究指出个体的核心情绪轨迹通常反映了个体稳

定地和可靠地情绪波动差异, 有人在某一维度区

域内具有较小的情绪可变性, 而有人甚至在整个

二维空间内表现出大范围的情绪可变性。学者们

把这种核心情绪空间的情绪体验程度的阶段性波

动以及情绪状态的时间动态性的个体差异称之为

情绪个体内可变性(Eid & Diener, 1999; Ram et al., 

2011)。文献分析发现, 目前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

性的指标共有三种, 分别为情绪变迁(Flux)、情绪

脉冲(Pulse)与情绪自旋。 

1.2  情绪自旋及其在核心情绪个体内可变性指

标中的地位 

关于情绪或其他心理状态的个体内可变性的

传统代表值, 通常采用单维度特征值的个体内标

准差或一些类似的变异性指标来表示(Scott et al., 

2017), 研究者们把它称为变迁(Moskowitz & Zuroff, 

2004)。在核心情绪领域, 情绪变迁通常为效价或

激活维度的个体内标准差, 即效价可变性和激活

可变性, 分别反映了个体愉悦状态或激活状态的

变化程度。 

然而, 情绪的环形模型指出个体的核心情绪

空间表达了两个维度特征组合而成的多种情绪状

态。例如, 高激活和高愉悦的兴奋, 低激活和低愉

悦的平静, 高激活和高不愉悦的紧张, 低激活和

低不愉悦的悲伤(Clark et al., 2018)。因此, 2007 年, 

Kuppens 等人指出情绪个体内可变性应根据核心

情绪空间的两维特性来表达, 而不是其中的某一

维度。并以此提出基于个体在核心情绪空间中情

绪位置变化的长度和角度来表达情绪个体内可变

性。由此产生两种新的情绪个体内可变性指标：

情绪脉冲和情绪自旋。其中, 长度表示核心情绪

的强度变化, 即情绪脉冲; 角度代表情绪状态的

性质变化, 即情绪自旋。 

情绪脉冲通过个体核心情绪位置和核心情绪

空间的中性点的矢量长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计算

(Kuppens et al., 2007; Richels et al., 2020)。低情绪

脉冲者以个体持续体验相似的情绪强度为特征。

例如 , 个体持续体验到情绪中性 , 或无感状态 , 

或高强情绪状态。相反地, 高情绪脉冲者可能在

中性和高强情绪体验之间表现出较强烈和高频率

的波动。例如, 现在我感觉有点悲伤, 但有时我感

觉非常高兴。可见, 情绪脉冲表明了核心情绪的

强度波动, 与核心情绪状态的性质无关。 

情绪自旋通过个体核心情绪空间位置的矢量

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进行计算(Clark et al., 2018; 

Kuppens et al., 2007)。因此, 情绪自旋反映了个体

在核心情绪空间内不同情绪在方向上的变化程度, 

与情绪体验的强度无关(Sun et al., 2017)。例如, 

低情绪自旋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体在情绪环

形中的空间定位变化不大, 表现出较为相似的核

心情绪状态; 而高情绪自旋表示个体在情绪环形

中的空间定位不同, 表现出多样化的核心情绪状

态(Kuppens et al., 2007)。例如, 现在我感觉悲伤, 

但刚才我感到高兴。 

因此, 情绪自旋表示在不考虑情绪强度的情

况下, 个体如何在不同的核心情绪状态之间进行

转换。如图 1 所示, 虽然 A 和 B 具有相同的情绪

脉冲, 但与 A 相比较, B 具有较大的情绪自旋。可

见, 与情绪变迁和脉冲相比较, 情绪自旋对个体

核心情绪状态变化的时间波动特性提供了更加全

面的评估。同时, 情绪自旋这一情绪个体内可变

性指标的全新界定的最大优势在于采用独立于参

照维度和体验强度去构建核心情绪空间位置变化

的个体情绪波动, 聚焦于自然存在的核心情绪状

态的时间特性, 不用依托于某一类型的核心情绪

维度特征去解释情绪可变性。并且, 来自实证研

究的证据也表明情绪自旋是唯一对心理健康或心

理障碍具有预测功能的情绪个体内可变性指标

(Kuppens et al., 2007; Vansteelandt et al., 2013)。因

此, 情绪自旋及其心理健康功能已然成为学者们

在情绪时间动态性领域研究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Beal et al., 2013)。 

2  如何获得情绪自旋 

情绪稳定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因此反映

个体情绪不稳定特性的情绪自旋势必与心理健康

密切相关。然而, 文献回顾发现二者的关系研究 



143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图 1  低情绪自旋(A)与高情绪自旋(B)的图示 (资料来源：改编自 Kuppens et al., 2007) 

 

还很有限。那么, 是什么限制了情绪自旋对心理

健康功能的影响机制研究？从情绪自旋的测评技

术来看, 其获得过程和换算方法比较复杂, 需要

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变化进行每日动态跟踪的

重复多日测评, 并用测评周期内的个体核心情绪

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表示情绪

自旋。可见, 其操作难度大, 计算过程复杂。下面

从测评技术、操作方法和计算过程对如何获得情

绪自旋进行解释。 

2.1  测评技术 

重复测量设计是情绪个体内可变性测量的主

要技术。综合文献发现, 用于情绪状态评估的重

复测量设计主要有两种：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和日间重构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经验取样法一般需要个体对在当下情境中体

验到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估。通常采用在连续若干

天时间内, 让被试每天对自己的瞬时情绪状态进

行多次评定的方式进行(Beal et al., 2013; Kuppens 

et al., 2007; Jung et al., 2015)。具体又有时间取样、

信号取样、事件取样等不同的设计方式。时间取

样是指在每天事先规定好的时间点进行测试, 如

一天的早晨、中午和晚上(Clark et al., 2018); 信号

取样一般固定每天取样的次数, 而被试可以在任

意时间点进行测试, 只需遵守事先确定好的时间

范围即可(例如, 早 8 点到晚 8 点之间); 事件取样

是指在发生了实质的情绪事件后进行评定, 因此

不会固定每天需要测试的次数(Liu et al., 2018)。 

可见, 经验取样法是一种生态瞬时取样技术, 

能够很好的保证及时获得个体在当下情境中的情

绪状态体验(Chester et al., 2020)。然而, 此方法也

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 事件取样的缺点是在

相对短期内依托于情绪事件的发生, 这将对情绪

自旋的计算产生测量偏差。即在测量时间范畴内, 

与那些经历较少能够引起情绪反应事件的个体相

比, 那些经历较多情绪反应事件的个体将具有较

大的情绪自旋(In-Jo, 2015)。另外, 时间取样和信

号取样技术往往需要警报等提示设备让被试限时

作答才有效。这种做法势必会增大被试的流失率, 

同时也给被试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人为地扩

大了被试的情绪自旋。 

日间重构法一般采用被试对当日的情绪状态

进行回溯报告的方法。通常让被试在每天入睡前

对一天的经历体验进行情绪评定, 测评时间持续

两到三周。此方法减少了被试需要每天重复多次

情绪评定的负担, 同时也避免了测评期内情绪事

件数量不等所造成的测量误差。但是, 回忆评定

的方式可能造成个体对经历过的情绪体验评定的

困难, 以及事后回忆情绪体验时的理性回归。 

2.2  操作方法 

核心情绪的重复测量设计是获得情绪自旋的

基础。而依托的具体操作方法主要以自我报告为

主, 并区分为单项反应与多项反应两种方式。 

单项反应以情绪网格法(affect grid)为主要代

表(Russell et al., 1989)。情绪网格以核心情绪空间

为理论基础生成一个单一的可视化的 9×9 二维网

格, 从不愉悦到愉悦形成水平维度, 从高激活到

困倦形成垂直维度。每个维度均采用–4 到 4 的九

级计分方式。在每次取样时, 被试需要把当下的

情绪状态标记到对应的空格位置。可见, 情绪网

格法的取样逻辑非常简单易行。但是, 此方法的

难度是被试在每次评定自己的情绪状态时,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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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难以确定情绪状态的具体空格位置。因此 , 

在应用前需要对被试进行培训, 让其真正明白怎

样对当下的情绪状态进行标记。 

多项反应需要被试在每次测评时对多个情绪

指标进行主观评定。其中, 形容词评定法在情绪

自旋测量中比较常用(Kuppens et al., 2007; In-Jo, 

2015; Clark et al., 2018)。被试需要基于激活与效

价相结合构成的四个象限里具有代表性的多种情

绪状态进行等级评定。四个象限分别为激活的积

极情绪(PA), 非激活的积极情绪 (PD), 激活的消

极情绪(NA), 非激活的消极情绪(ND)。形容词一

般来源于当代情绪报告形容词清单 (Larsen & 

Kasimatis, 1990)。对于每个象限, 常抽取 3 (Clark 

et al., 2018)到 5 个(Kuppens et al., 2007; In-Jo, 

2015)表达情绪状态的形容词。例如, PA 包括热情、

快乐、警惕、骄傲和激动等情绪状态; PD 包括沉

着、平和、满足、放松、满意等情绪状态; NA 包

括不安、尴尬、心烦、紧张、焦虑等情绪状态; ND

包括懒散、悲伤、无聊、沮丧和失望等情绪状态。

一般采用 5 级或 7 级评定法, 从“无”到“非常强烈”

对每个形容词条目进行评估。 

通过测量方法可见, 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的

日常动态监测方法获得的情绪自旋, 反映了人们

情绪生活的内在本质, 即情绪自旋本身携带着心

理健康的重要信息(Dejonckheere et al., 2019)。因

此, 情绪自旋也可看作是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 

2.3  计算过程 

情绪自旋的计算步骤是 Kuppens 等人(2007)

提出的, 具体过程如下所示：首先, 计算观察矢量

效价和激活分数。对于形容词评定法与情绪网格

法所获得测量值的计算方法略有不同。其中, 情

绪网格法在每次测评时间点的效价和激活分数即

为观察矢量; 而形容词评定法一般基于核心情绪

空间的四个象限来计算观察矢量。即需要先计算

被试在每次评定时间点获得的 PA、PD、NA 和

ND 的平均值, 然后计算观察矢量效价(公式 1)和

激活分数(公式 2)。同时, 两种方法均可以根据被

试在效价和激活维度计算个体效价可变性(个体

内效价的标准差)和激活可变性(个体内激活的标

准差)的得分。 
  VAL (PA PD) (NA ND)     (1) 

  ACT (PA NA) (PD ND)     (2) 

其次, 在每次测评时间点 t, 计算测量指标的

单位矢量(公式 3)。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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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t

VAL ACT
U

VAL ACT VAL ACT


 
 

(3) 

然后, 计算个体内所有时间点测量值的合成

矢量长度 R (公式 4), 并将标准化后的 R 除以时间 

点总数 n, 得到角度单位矢量
R

n


‖ ‖

(公式 5)。
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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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值处于 0-1 之间, 如果角度单位矢量没有变

异性 , 那么 1
R

n



‖ ‖

; 如果变异性大 , 那么
R

n


的

值接近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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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计算角度单位矢量的圆形标准差, 即

为所求的情绪自旋(AS, 公式 6)。AS 的取值范围

为 0~∞, 值越大代表情绪自旋越大。 

  

2ln ,
R

AS
n

 
    

 


‖ ‖

 

(6)

 

3  情绪自旋的心理健康功能 

情绪自旋被认为在心理健康中具有核心作

用。具有稳定的情绪状态可以增强个体的安全感

和控制感, 从而增强其心理健康的调适水平。相

反, 如果个体的情绪状态经常在不同的情绪间进

行转换, 会使生活无法预期和产生自我矛盾, 致

使对未来具有较低的积极期望, 进而降低心理健

康水平。虽然情绪自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变量 , 

如神经质一样, 其本身具有稳定的个体差异性。

但是, 情绪自旋的独特性在于这种个体人格特质

是在日复一日的情绪状态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那么, 如何解释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的动态

影响功能？ 

情绪事件理论指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当下事

件及其评估导致了情绪体验的产生 (Weiss & 

Cropanzano, 1996)。当事件被个体评估为正性时, 

会引起较高的积极情绪和较低的消极情绪;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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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件被个体评估为负性时, 会引起个体产生较

低的积极情绪和较高的消极情绪(Ilies et al., 2011)。

换言之, 对情绪相关事件的评估导致了情绪体验

的产生, 进而引起了情绪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应的

信息反应(Kuppens et al., 2010)。并且研究表明与

经历了正性工作事件的个体相比, 在一天里经历

了负性和正性混合事件的个体的情绪自旋水平更

高。同时, 分离解析发现负性事件比正性事件对

情绪自旋的影响更大(Clark et al., 2018)。另外, 事

件的强度也与情绪自旋有关。研究发现当事件被

评估为对目标具有越大阻碍和威胁时, 个体的情

绪自旋越大(Ohly & Schmitt, 2015)。而目标阻碍在

情绪相关事件的分类中被定性为负性事件。鉴于

此, 负性事件经历对个体的目标威胁越大, 评估

强度越高, 个体的情绪自旋越大。 

情绪自旋不仅是日常事件情绪体验的结果 , 

同样也是情绪健康的关键。动态情绪理论(dynamics- 

of-affect model)指出个体会有自身的情感舒适区, 

即情绪基线。当个体的情绪体验偏离基线时调节

过程将被激活 , 并帮助个体重返情绪的舒适区

(Kuppens et al., 2010)。因此, 较高的情绪自旋会

引起更强烈和更高频率的情绪调节过程, 并直接

影响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发生频率。但是, 情

绪自旋并不能让个体持续的保持积极情绪状态。

情绪自旋调节过程所产生的自我损耗会降低积极

情绪、提高消极情绪(Uy et al., 2017)。因为当个体

需要情绪抑制时, 情绪调节过程尤其会带来身心

损耗和认知失调。一方面, 情绪调节过程产生的

生理和心理疲劳将增加个体的消极情绪(Judge et 

al., 2010)。另一方面, 自我一致性是心理健康的重

要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认知失调也将导致情绪不

适或负性情绪的增加(Harmon-Jones, 2000)。鉴于

此, 较高的情绪自旋会带来较高的负性情绪状态

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Clark et al., 2018)。 

换言之, 情绪自旋作为情绪不稳定和不一致

的指标之一, 带来的情绪改变会导致心理压力以

及心理健康水平降低(Kuppens et al., 2007; Uy et 

al., 2017)。基于认识损耗理论, 高情绪自旋的个体

对负性情绪事件更加敏感, 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来应对负性情绪事件, 即情境激发的情绪体验的

不断变化导致了个体的心理损耗和情绪痛苦, 进

而影响了心理健康(Beal et al., 2013)。例如, 研究

发现较高的情绪自旋者具有较高的抑郁(Kuppens 

et al., 2007)、压力和疲劳(Beal et al., 2013), 较低

的生活满意度, 对情绪事件的反应强烈(Ram et al., 

2011)以及负性事件恢复能力弱(Beal & Ghandour, 

2011)等心理症状。另外, 情绪自旋通过不断的损

耗个体的积极情绪导致无法维持持续的努力状态, 

进而对积极行为产生阻碍作用。如研究发现高情

绪自旋者具有较高的职业决策困难(In-Jo, 2015)、

职业决策焦虑(Jung et al., 2015)等。 

同时, 情绪个体内可变性被认为是个体问题

行为的影响因素。如研究发现攻击行为是由于自

我调节对环境诱发的瞬时情绪状态转换导致的情

绪不稳定的抑制失败(Denson et al., 2012)。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与攻击行为相关的情绪效价自旋与

攻击行为具有负相关(Chester et al., 2020)。即具有

较多攻击行为的个体, 其与攻击行为相关的情绪

自旋较小。正如强化模型指出较高的积极情绪和

奖赏水平能够引起和强化攻击行为(Chester et al., 

2018), 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低情绪自旋者具有更多

的攻击行为。换言之, 具有较强攻击特质的个体, 

也具有较稳定的与攻击行为相关的较高积极情

绪。这一结果为情绪个体内可变性与攻击行为的

关系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 即情绪稳定有时可能

隐藏着内在的敌对与攻击。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仍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但是, 比较独特的是人际不稳定与情绪可变

性的个体内关系方向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

面, 社会关系模型强调人际环境塑造了情绪体验, 

个体每天经历较强的人际联结和高频的人际接触

加强了情绪体验和健康(Hsieh & Lee, 2014; Röcke 

& Brose, 2013)。正如有研究指出外部的人际事件

是内部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 即日常社会交往解

释了个体内瞬时情绪状态的变化(Liu et al., 2018); 

另一方面, 当代情绪观认为情绪的主要功能是维

持和改变个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的驱动力(Scherer, 

2009)。更为重要的是, 有研究指出人际关系与情

绪自旋存在着个体内的双向关系, 二者的关系方

向无法定论(Brose et al., 2015; Timmermans et al., 

2010)。即在人际接触过程中, 情绪自旋可能引起

人们不确定或怀疑同伴的行为, 引起较高的行为

变化。即相对于低情绪自旋的个体, 高情绪自旋

的个体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特性, 经常无

法从他人那里获得积极的反馈; 同样, 也可以认

为是较多的人际行为变化引起了较高的情绪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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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ermans et al., 2010)。 

更为有趣的是 , 来自临床领域的研究发现 , 

虽然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和暴食症患者具有大致相

同的情绪效价和激活水平, 但是神经性厌食症患

者的情绪自旋较小(Vansteelandt et al., 2013)。可见, 

个体的情绪稳定特性也会成为心理障碍的诱因 , 

比如持续的高强度的悲伤。鉴于此, 情绪可变性

在特定心理障碍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比较独特的作

用, 适当的情绪自旋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也可能具

有保护功能。 

综合可见, 情绪自旋的发生和发展体现了情

绪的时间动态性变化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过程

本质, 即情绪自旋影响心理健康的最根本原因在

于生活情境中的负性事件所带来的情绪破坏后

果。基于情绪事件理论和动态情绪模型, 负性事

件经历及其评估会导致情绪自旋的发生, 而心理

调试、心理障碍、问题行为等是情绪自旋的后果。

但是, 有些心理健康素质(如人际关系)很难确定

是情绪自旋产生的原因, 还是导致的结果, 它们

之间更可能是一种双向关系。 

4  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的作用机
制研究展望 

近些年, 学者们对情绪自旋与其他心理过程, 

尤其是与工作场所中相关行为的关系机制进行了

一些开创性的探讨, 进一步为情绪自旋的心理过

程机制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例如, 研究发现情

绪自旋通过不断的损耗个体的积极情绪导致个体

无法维持努力状态, 进而对工作行为产生阻碍作

用, 如组织公民行为(In-Jo, 2015)、创业目标发展

(Uy et al., 2017)、技能获得和适应性绩效(Richels 

et al., 2020)、工作投入(Sun et al., 2017)等。同样, 

情绪自旋抑制了职业决策过程相关的认知与心理

能力的发展。例如, 相对于低情绪自旋者, 高情绪

自旋者具有较低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成

熟度, 以及较高的职业决策焦虑、职业决策犹豫

不决等(In-Jo, 2015; Jung et al., 2015)。但是, 目前

关于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还非常

有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视角需要未来进一步深

入探讨。 

第一, 情绪自旋作为一种反映核心情绪状态

不稳定的人格特质变量, 是否在某些心理品质对

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由于高情

绪自旋者倾向于对信息给予负向的解释、认知和

反应。因此, 情绪自旋可能会弱化某些变量之间

的关系。来自工作场所的相关行为研究证明了这

一观点。例如, 研究发现即便有较高的主动性人

格 , 高情绪自旋者也具有较高的职业决策困难 , 

从而弱化了职业成熟度(In-Jo, 2015); 又如, 由于

高情绪自旋者经历了更多的不可预期情绪体验 , 

为了回归情感舒适区, 需要较多的情绪调节努力, 

导致自我损耗和疲劳(Beal et al., 2013), 从而弱化

了未来时间观与职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且由于

无法集中精力于职业需求, 进而加大了职业决策

焦虑(Jung et al., 2015); 又如, 基于情绪的社会信

息理论, 领导情感对员工的工作投入具有较大的

影响。但是, 感知到的领导情绪自旋或是员工本

身的情绪自旋都将弱化领导情感与员工工作投入

的积极关系(Sun et al., 2017)。然而, 目前还没有

研究探讨情绪自旋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调节作用。 

第二, 情绪自旋对个体心理健康功能的影响

机制中是否具有中介变量的存在。换言之, 情绪

自旋是否会通过某些心理变量进一步影响个体心

理健康功能, 即通过中介变量进而在个体心理健

康的作用机制中起到间接效应。目前还缺乏相关

的实证证据。但基于情绪自旋作为一种远端的人

格特质变量, 在对个体心理健康功能的影响过程

中可能受到其他中间变量的传递。 

第三, 情绪自旋在对个体心理健康功能的影

响中是否可被其他变量所调节。目前, 情绪自旋

作为一个整体指标去衡量不同核心情绪状态的个

体内可变性, 经常得到的综合结论是情绪自旋对

个体心理健康和行为具有破坏作用。但是, 如前

文所述,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情绪自旋较小, 以

及较小的积极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具有促进作

用。这些不一样的发现一方面提示我们深入研究

情绪自旋的不同成分去探讨心理健康机制的必要

性, 另一方面可能意味着不同亚群体效应的存在。 

第四, 文献回顾发现情绪个体可变性的测量

指标有多种, 如效价变异性、激活变异性、情绪

脉冲等。虽然当这些情绪可变性指标共同去预测

心理健康时, 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功能具有最强

的预测力(Chester et al., 2020; Kuppens et al., 2007; 

Vansteelandt et al., 2013)。但是, 目前的研究成果

还很有限 , 且不存在对不同侧面交互效应的考

察。例如, 情绪自旋体现了情绪状态体验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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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而情绪脉冲、情绪变迁能从不同侧面表示

情绪强度变化的变异性。可见, 每种情绪可变性

指标只是反映了情绪可变性的某一些方面(Chester 

et al., 2020), 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那么, 对于

低自旋、高脉冲, 高自旋、低脉冲等不同情绪可

变性特性组合的个体 , 他们的心理健康功能如

何？因此 ,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联合考察情绪脉

冲、情绪自旋等指标的复杂心理健康功能。另外, 

元分析发现情绪可变性对心理健康功能的影响无

法替代情绪稳定性的贡献 , 如平均效价和激活

(Dejonckheere et al., 2019)。因此, 未来研究也应

注重联合考察情绪可变性及其稳定性指标对心理

健康功能的影响机制。 

第五, 目前大多数研究均把情绪自旋看成稳

定的个体差异性变量(Beal et al., 2013; Beal & 

Ghandour, 2011; Jung et al., 2015; Kuppens et al., 

2007)。Cervone (2005)指出情绪的个体内变化并不

是个体间水平的镜像过程。正如有研究显示状态

情绪在控制了特质情绪的基础上, 仍对个体行为

具有独特的效用。甚至有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个

体间水平为负相关, 而在个体内水平却是正相关

(Dalal et al., 2009)。因此, 未来研究应加强在个体

内水平去检验状态情绪自旋对个体心理健康功能

的影响过程, 尤其是与人际关系稳定性的动态关

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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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spin and its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ZHANG Shanshan, WANG Jingyi, LI Yuru 
(Schoo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Affect spin is a non-cognitive personality trait that measures the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core 

affect.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re usually used to assess the daily 

dynamic tracking of the individual core affect state, and affect spin reflects the time-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core affect state according to the cross-tim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vector 

angle of the core affect space position within the evaluation period. Based on the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we suggest that the experience of negative-inducing events and its assessments lead to the individual affect 

spin. The Dynamics Model of Affect further explains the blocking effect of affect spin on mental health 

funct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ntal health mechanism underlying affect spin. 

Key words: affect spin, core affect,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measurement method, mental health 


